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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本文在构建人工智能、要素禀赋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
 

2010—2019 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仍然成立。 此外,在东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及非资源型城市,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

性。 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提升在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

显著的中介效应;金融支持能够显著强化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助推

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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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产业变革是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1] 。 中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已连续十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还存在大而不强、发展质量效益不高、自主创

新能力薄弱、部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技术缺失等问题[2-3] ,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

制造强国建设的步伐。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因此,深入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热点话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对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制造业就业[4-6] 、

制造业生产率[7-8]等维度考察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最近有学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之间的关系。 例如,蒋南平等(2021)运用剩余价值等相关理论,提出人工智能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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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制度条件、经济条件四条路径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8] 。 但是,他们仅采用工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测度省

级层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无法凸显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综合性。 唐晓华和迟子茗(2021)利用省级数据

测度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进而指出,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影响渠道

体现在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及提高产品质量[9] 。 刘松竹等(2022) [10] 、黄东兵等(2022) [11] 基于制造

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人工智能有效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前者认为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是重要的影

响渠道,后者指出行业竞争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创新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

路径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 这也表明此前研究在该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首先,相关经验研究主要基于省级层面数据,较之于城市层面数据[12] ,其获得的结

果往往不够细致。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备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产业关联等共用性,并不囿于某一行业,而
是受到所在地区的深刻影响,制造业的发展与其所在地区紧密相关[13] 。 尤其是城市作为微观的制造业集聚

地,相比此前研究中的省级层面更有合理性和针对性。 因而,探讨城市层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及路径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以往的研究虽然提到人力资本是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机

制[10] ,但是并没有直接从要素禀赋视角展开系统分析。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刻影响

着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领域[14-16] ,对传统要素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外生冲击,改变了传统的要素禀赋结

构。 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又会带动制造业对人力资本、金融支持等高级要素的投入,进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

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6] 。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否对要素禀赋产生深刻影响,以及其影响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结合人工智能特有的属性,选取城市为区域研究对象,以要素禀赋为视角构建理论

分析框架,测度 2010—2019 年 208 个城市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构建和选择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路径提供借鉴。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城市层面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人工智能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测度,能够从更加细微的尺度分析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应;第二,本文将要素

禀赋纳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框架,验证了要素禀赋结构和人力资本在人工智能影响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作用,深化了已有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还考察

了另一个高级要素———金融支持———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上的调节效应,拓
宽了相关文献的研究视野。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高级形式。 一方面,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带来的技术突破,能够直接作用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传统要素组合优化、要素流通壁垒消除、要素分配

格局调整三种作用机制促进要素结构转型[17] ,间接地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机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在制造业各环节实现资源利用效率高、要素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效益高、技术创新

能力强和生态环境质量优的可持续发展[18-19] 。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能够提高制造业产业效益,引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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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制造业产业效益。 从宏观层面来说,产业效益是一定时期内产业内所产出的全

部有用劳动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活动和活劳动价值之比,产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是其主

要的构成部分[20] 。 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对制造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都产生了影响。

其一,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产值具有显著促进效应[21] 。 数据收集和信息处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功能,人

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中可以结合大数据手段,用来高效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22] 。 这较好地

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制定科学决策和有效实施生产经营活动,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制造业产值增加。 其

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进步等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8] 。 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短缺

程度越高即劳动力越稀缺,增加劳动力带来的成本就越高,那么其应用工业机器人所产生的价值就越大,人
工智能应用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促进作用也越大[23] 。

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新型经济资源已成为重要

的技术变革形式,通过向制造业融合、渗透,促进传统制造业有效实现资源配置,已经成为制造业创新驱

动发展的先导力量[24] 。 正因为如此,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能够重构原有制造

业体系,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及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提高生产线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和降低研发成本[25] ,从而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 进一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

企业的相互融合能够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26] ,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应用是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必经

阶段[27] 。 因此,在制造业智能化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转变创新方式、转化创新成果和创造新技术促进

了制造业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还能够改善环境质

量。 陈芳和刘松涛(2022)利用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结构效应、创新

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28] 。 唐晓华和迟子茗(2022)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分析,发现人工

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能源使用率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29] 。 人工

智能在制造业生产环节中的应用,可以优化资源利用、降低污染排放[30] ;同时,人工智能环境监测信息系统

能够对环境中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信息进行联网,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可以预测及量化污染风险,
实时监测生态环境并作出管制反应[31] 。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及节能减排等方面

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显著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二)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影响机制

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下,要素可以划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其中初级要素为劳动力,高级

要素则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支持、技术等[32] 。 与传统的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不同,高级要素如人力

资本、金融支持的能量密度更高,能够优化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33] 。 同时,不同地区要

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对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34] 。 因此,本部分将

重点分析要素禀赋结构、人力资本和金融支持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影响。
1. 人工智能、要素禀赋结构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城市要素禀赋结构主要反映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35] ,资本和劳动力是推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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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发展的基础生产要素。 人工智能作为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体,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和

以更快速度复制劳动行为,并创造出新的虚拟劳动力,从而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 一方面,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于生产活动,会产生劳动力替代效应,改变要素禀赋结构。 人工智能会提高生产活动的自动

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智能系统和设备的应用可以弱化生产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引发资本要素对劳动

力要素的替代[25] 。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技

术创新和绿色发展。 作为先进生产力,人工智能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涌入,通过资本替代重复性工作,以
智能化促进生产,进而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36] 。 同时,要素结构优化又能够满足地区制造业发展在信

息技术和研发设计上创新的要求,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并在技术创新效应和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的协

同下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37] 。 正如上文所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和绿

色发展都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要素

禀赋结构的变化会改变制造业生产方式和提升生产质量,进而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和绿色

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人工智能、要素投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催生了智能制造,减少了重复性和标准化工作岗位对简单劳

动力的需求[7] ,也增加了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38] ,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 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能够推动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科技活动人员进行科学创新[39] ,提升人力资本创新能力。 其二,人工智能依托

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新的信息环境,延展了人的学习能力,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力素质和质量。
其三,人工智能能够促进劳动者的学历和综合能力提升,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40] 。 人力资本积累和高级

化能够带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41] ,提高创新效率和生产率[42] ,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人力

资本具有技术进步的诱发效应,能够通过技术研发和高质量产品,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43] 。 因而,人工智

能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支持是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主要指根据特定规律或目标向产业和企业提供资金的过程[44] 。 金

融支持通过储蓄与投资资金的转化,打通资金短缺部门和盈余部门间的资金流动渠道,进而成为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45] ,主要通过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增强数字金融效应作用于人

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金融支持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46] 。 金融支持水平高的地区,
资本市场发达程度更高,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也更为健全,能够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为系统和全面的金

融工具,有利于企业更为充分地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项目和进行创新活动,进而分散投资风险和缓解信

息不对称问题。 这些问题的优化和缓解能够改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环境。 其次,增加

有效金融支持是提升资本利用和配置效率的重要方式,亦是满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制造业生产活动中融

资需求的关键渠道[47] ,改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资金环境[48] 。 最后,在金融支持水平较高的

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成熟,金融监管相对完善,有助于数字金融充分发挥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49] ,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50] ,进而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此外,金融支持能够有效提高地区企业和

社会组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性[51] ,进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也就是说,地区金融支持越

高,越有利于提高人工智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这使得人工智能可以向制造业融合、渗透得更深、更有效率,
进而强化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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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假设 4:金融支持可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Mhqi,t =α0 +α1AIi,t +αcCVi,t +μi +δt +εi,t (1)

模型(1)中, Mhq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AI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的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水平, CVi,t 代表涉及的控制变量; μi 表示城市 i 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 δt 是时期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除了模型(1)所体现的直接效应,基于前文关于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对要素禀赋结构和人才资本是否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参考

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 [52]提出的方法,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Mi,t =β0 +β1AIi,t +βcCVi,t +μi +δt +εi,t (2)

Mhqi,t =θ0 +θ1AIit +θ2Mit +θcCVi,t +μi +δt +εi,t (3)
其中, Mi,t 代表中介变量,包括要素禀赋结构(KLstru)和人力资本(Hr);其他变量与模型(1)中含义一

致。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53]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具体检验步骤为:首先,检验模型(1)中人工智能

(AI)指标的回归系数 α1 是否通过显著性检验,若显著则继续检验,否则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不存在显著影响。 其次,当 α1 显著时,如果模型(2)、模型(3)中的 β1 和 θ2 都显著,表明存在间接影响。 此

时,当 θ1 不显著时,即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 θ1 显著时, β1θ2 与 θ1 同方向,表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α1θ2 与 θ1

方向相反,则说明存在遮掩效应。
如前文所述,除了因素禀赋结构和人力资本,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受地区金融支持

水平影响。 为检验这一间接作用机制,本文将金融支持 (Financei,t)、 人工智能与金融支持的交互项 (AIi,t ×

Financei,t) 纳入基准模型中,并以此构建了模型:
Mhqi,t =σ0 +σ1AIi,t +σ2Financei,t +σcCVi,t +μi +δt +εi,t (4)

Mhqi,t =φ0 +φ1AIi,t +φ2Financei,t +φ3AIi,t ×Financei,t +φcCVi,t +μi +δt +εi,t (5)
若模型(5)中系数 φ3 显著为正,则表示金融支持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Mhq)。 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本文借鉴史丹和李鹏(2019) [54]

的做法,考虑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的可得性,以产业效益、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城市制造

业发展质量的三大方面,涵盖企业利润率、制造业就业比例、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等三级指标,构建中

国城市层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确定各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并测算综合得分,将得到的综合得分作为衡量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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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产业效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正向

工业总产值占比 正向

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 正向

工业总产值 / 工业就业人数 正向

技术创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内部经费支出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正向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 正向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正向

绿色发展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工业总产值 负向

工业废水排放量 / 工业总产值 负向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2. 核心解释变量

目前,工业机器人是在制造业领域应用的主要人工智能技术。 本文借鉴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

(Acemoglu
 

&
 

Restrepo,2020) [55]的做法,采用城市工业机器人密度来衡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AI)。 城

市工业机器人密度反映了机器人的分布密度,即每万人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AIit = ∑
j∈J

empt
ij

empt
i

·
robottj
empt

j

(6)

其中 i 表示城市,j 表示行业,t 表示时间; empt
ij 表示 t 时期 i 城市 j 行业就业者的数量, empt

i 表示 t 时期 i

城市的各行业就业者总数,
empt

ij

empt
i

表示 t 时期 i 城市 j 行业就业占比; robottj 表示 t 时期 j 行业的全国城市工业

机器人安装数量, empt
j 表示 t 时期 j 行业全国就业人数,

robottj
empt

j

表示 t 时期 j 行业全国层面的城市工业机器人

安装密度。 本文假设行业内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在各样本城市都是一致的,城市工业机器人密度取决于

该地区内各行业的就业份额[12,56] 。 此外,本文还采用工业机器人的存量计算工业机器人的存量密度

(Robotstock),计算方法与工业机器人的安装密度一致,作为人工智能(AI)稳健性检验的替代指标。
3.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选取要素禀赋结构、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和金融支持作为调节变量衡量

要素禀赋状态。 具体地:(1)资本劳动结构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比例,是衡量地区要素禀赋结构(KLstru)
的常用指标[57] 。 借鉴阿西莫格鲁( Acemoglu,2002) [58] 的研究,本文采用城市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

衡量资本和劳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衡量资本劳动结构。 其中,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 [59] 的做法,
结合各城市的固定资本投资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2010 年以来在 9. 6%的折旧率下剔除价格因素

后的固定资本存量,这一折旧率是基于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计算的,与本文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比较接近;
地区从业人员数量以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衡量。 (2)人力资本(Hr) 。 科技活动从业人员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更强,因此,本文选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就业人数与年末总人口数的比值作为创新型人力资本的

衡量指标。 (3)金融支持(Finance) 。 采用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 GDP)的份额度量城

市金融支持水平和状况[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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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城市层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借鉴阿西莫格鲁和雷斯

特雷波(2020) [55] 、赵涛等(2020) [61]的研究,本文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外商投资、人口、财政及教育方面,将控

制变量设定如下:(1)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值度量;(2)外商投资水平( lnfdi)采用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值表示;(3)人口密度( lnp)用年末人口总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表示,并取自

然对数;(4)财政分权度(Govern)用财政预算内收入与财政预算内支出之比来表示;(5)教育投入水平(Edu)
采用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来表示。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期设定为 2010—2019 年,考虑到城市层面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剔除数据部分缺失的城市,确
定 208 个样本城市,最终形成了共 2

 

080 个城市-年的均衡面板数据①。 工业机器人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IFR),包含各行业的机器人安装量和存量。 其他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

鉴及部分地级市统计年报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Mhq)的均值为 0. 091,标准差为 0. 068,最小值

为 0. 021,最大值为 0. 825,说明不同样本城市间的制造业发展质量在考察期内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样本城

市的人工智能(AI)、要素禀赋结构(KLstru)、人力资本(Hr)、金融支持(Finance)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统计

值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为考察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素材。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Mhq 2
 

080 0. 091 0. 068 0. 021 0. 825

解释变量 人工智能 AI 2
 

080 3. 548 3. 251 0. 032 21. 886

中介变量 要素禀赋结构 KLstru 2
 

080 22. 685 17. 851 0. 561 110. 687

人力资本 Hr 2
 

080 0. 242 0. 443 0. 008 5. 243

调节变量 金融支持 Finance 2
 

080 0. 939 0. 560 0. 223 9. 622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2
 

080 10. 659 0. 612 8. 576 13. 056

外商投资水平 lnfdi 2
 

080 10. 094 2. 075 1. 099 14. 941

人口密度 lnp 2
 

080 5. 931 0. 842 1. 609 7. 923

财政分权度 Govern 2
 

080 0. 483 0. 231 0. 067 1. 541

教育投入水平 Edu 2
 

080 18. 256 3. 733 1. 774 35. 62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 列(1)至列(3)报告了人工智能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2)中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列(1)和列(3)中同时控制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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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2010 年以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数据及 2020 年地级市层面部分变量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实证研究的时间期限

设定为 2010—2019 年。 在样本选择中,因部分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部研发经费指标数据缺失过多,需要剔

除该数据缺失的样本,故最终确定 208 个样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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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列(1)呈现的回归结果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人工智能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列(2)和列(3)中纳入了控制变

量,其中人工智能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仍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水平,表明考察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唐晓华和迟子茗(2021) [9] 的研究结论一致。 由此可见,城市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推动制造业实现智能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假设 1
成立。

此外,在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列(3)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人均 GDP 的增长并没

有使得制造业发展质量有效提升[61] ;外商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商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制造

业发展质量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分权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人口密度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表 3　 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AI 0. 006
 

9∗∗∗ 0. 004
 

1∗∗∗ 0. 005
 

7∗∗∗

(18. 827
 

0) (18. 363
 

1) (16. 102
 

0)

lnpgdp -0. 003
 

0 -0. 002
 

1

( -1. 173
 

3) ( -0. 561
 

6)

lnpfdi 0. 002
 

7∗∗∗ 0. 002
 

3∗∗∗

(4. 163
 

9) (3. 611
 

3)

lnp 0. 186
 

7∗∗∗ 0. 174
 

9∗∗∗

(14. 991
 

2) (14. 048
 

1)

Govern -0. 044
 

1∗∗∗ -0. 048
 

7∗∗∗

( -5. 488
 

8) ( -5. 736
 

7)

Edu 0. 000
 

8∗∗∗ 0. 000
 

5∗

(3. 246
 

2) (1. 880
 

0)

常数项 0. 064
 

5∗∗∗ -1. 023
 

2∗∗∗ -0. 954
 

4∗∗∗

(42. 388
 

7) ( -13. 356
 

7) ( -11. 851
 

1)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R2 0. 394 0. 447 0. 465

样本数 2
 

080 2
 

080 2
 

080

　 　 注: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3)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后表同。

　 　 (二)内生性问题

为了消除人工智能与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和变量遗漏问题,以及提升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IV-2SLS)和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
GMM)来检验内生性问题。 首先,参考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 [55] 的做法,本文选用同时期美国工

业机器人安装密度测算出的相应的样本城市层面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作为工具变量。 选择依据在于: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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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工智能应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直接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
其二,美国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位于全球前列,其人工智能水平可以反映未来发展趋势,且样本期内美国工业

机器人应用与中国的发展趋势比较接近。 与此同时,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作为另一

个工具变量,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性。
表 4 的 IV-2SLS 估计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估计之后,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仍然

成立,结果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此外,列(2)和列(4)中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均

为 0. 000,表明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即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

量分别是 1
 

048. 701 和 1
 

792. 790,显著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的临界值,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此外,本文还选取解释变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利用

SYS-GMM 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表 4 的 SYS-GMM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解释变量人

工智能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再次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 序列相关性检验及萨甘( Sargan)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 543 和 0. 994,均大于 0. 1,即满足 SYS-
GMM 的使用条件。

表 4　 IV-2SLS 和 SYS-GMM 估计结果

变量
IV-2SLS

(1) (2) (3) (4)
SYS-GMM

AI 1. 183
 

8∗∗∗ 0. 004
 

4∗∗∗ 0. 886
 

1∗∗∗ 0. 005
 

6∗∗∗ 0. 002
 

6∗∗∗

(32. 383
 

6) (4. 447
 

9) (42. 341
 

3) (7. 297
 

8) (4. 050
 

1)

1. 099
 

7∗∗∗

L. Mhq (28. 764
 

5)

lnpgdp -0. 863
 

2∗∗∗ -0. 003
 

2 0. 075
 

2 -0. 000
 

3 -0. 053
 

6∗∗∗

( -3. 314
 

5) ( -0. 549
 

1) (0. 579
 

1) ( -0. 050
 

3) ( -5. 257
 

1)

lnpfdi 0. 012
 

1 0. 002
 

3∗∗∗ 0. 031
 

3 0. 002
 

2∗∗∗ 0. 001
 

7∗∗∗

(0. 366
 

9) (4. 735
 

1) (0. 933
 

1) (4. 465
 

5) (2. 772
 

3)

lnp 4. 299
 

2∗∗∗ 0. 185
 

6∗∗∗ 0. 621
 

8 0. 183
 

2∗∗∗ -0. 004
 

1∗∗

(5. 584
 

3) (7. 883
 

3) (1. 120
 

1) (8. 675
 

0) ( -2. 247
 

4)

Govern -1. 068
 

4∗∗∗ -0. 048
 

3∗∗∗ 0. 573
 

5∗ -0. 049
 

5∗∗∗ 0. 090
 

8∗∗∗

( -2. 840
 

8) ( -5. 345
 

7) (1. 873
 

7) ( -5. 156
 

0) (5. 147
 

3)

Edu 0. 018
 

3 0. 000
 

5∗ -0. 008
 

2 0. 000
 

3 -0. 001
 

2∗∗∗

(1. 388
 

4) (1. 901
 

4) ( -0. 775
 

7) (1. 233
 

5) ( -4. 614
 

9)

常数项 -19. 401
 

9∗∗∗ -0. 909
 

0∗∗∗ -5. 725
 

7 -0. 901
 

6∗∗∗ 0. 543
 

5∗∗∗

( -3. 573
 

5) ( -5. 629
 

8) ( -1. 460
 

7) ( -6. 032
 

1) (5. 240
 

6)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24 0. 936

样本数 2
 

080 2
 

080 1
 

872 1
 

872 1
 

872

　 　 注:列(1)和列(2)使用美国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作为工具变量,列(3)和列(4)以人工智能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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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变量

一是采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lnpatent)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AI) [62] ,估计结

果见表 5 列(1)。 二是采用研究设计部分中用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计算的存量密度(Robotstock)指标,替代

衡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的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AI)指标,估计结果见表 5 列(2)。 三是借鉴博尔兰和

科埃利(Borland
 

&
 

Coelli,2017) [63]的做法,利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

比重( Invest)①作为人工智能(AI)的另一个替代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5 列(3)所示。 四是采用单一指标制造

业增加值比重替代被解释变量 Mhq 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估计结果见表 5 列(4)。 结果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的回归系数始终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驱动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②。

表 5　 替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lnpatent 0. 028
 

4∗∗∗

(16. 046
 

7)

Robotstock 0. 001
 

1∗∗∗

(15. 230
 

8)

Invest 0. 005
 

9∗∗∗

(12. 424
 

6)

AI 0. 003
 

8∗∗∗

(6. 374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062
 

4∗∗∗ -0. 957
 

8∗∗∗ -1. 116
 

8∗∗∗ -1. 207
 

6∗∗∗

( -13. 337
 

8) ( -11. 803
 

4) ( -13. 706
 

2) ( -8. 983
 

5)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465 0. 458 0. 437 0. 641

样本数 2
 

080 2
 

080 2
 

080 2
 

080

　 　 注:列(1)—列(4)分别为加入 lnpatent、Robotstock、Invest 和 AI 的回归结果。

2. 剔除直辖市样本与分阶段回归

直辖市即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在经济、人口和区位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且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等人工智能代理变量所反映的可能不仅是基准模型所阐释的效应。 因此,本文剔除上述四个样本城市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同时,考虑到 2013 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推动人工智能的政策相继出

台,工业机器人应用增速提高,本文以 2013 年为时间节点,将全样本按时期分为 2010—2013 年和 2014—

03

①

②

 

由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只有省级层面数据,本文以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比重为权重,加权求得城市层面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及异质性检验中的相关回归结果没有完全呈现,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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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两个阶段进行回归,以分析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果见表 6。 结果表明,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和显著性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再次印证了前文结论的稳

健性。

表 6　 剔除直辖市样本及分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剔除直辖市 2010—2013 年 2014—2019 年

AI 0. 000
 

9∗ 0. 002
 

8∗∗∗ 0. 005
 

6∗∗∗

(1. 890
 

8) (8. 496
 

6) (11. 03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83
 

9∗∗∗ -0. 206
 

5∗∗∗ -0. 902
 

3∗∗∗

( -4. 934
 

4) ( -3. 120
 

9) ( -7. 271
 

6)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90 0. 411 0. 519

样本数 520 810 1
 

270

　 　 (四)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和提升人力资本助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金融支持也会调节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由此,本文需要对要素禀赋结构和人

力资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进而对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表 7 报告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结构是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发

展的中介变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通过优化要素结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人

工智能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力资本也是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验证。

为了探讨金融支持在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将调节变量(Finance)、核心

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生成的交互项(AI×Finance)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形成调节效应模型(4),估计结果如表

7 中的列(6)和列(7)所示。 其中,交互项(AI×Financ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支持强化了人工智

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可见,提高金融支持水平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驱动效应的发挥,即金融支持度越高的地区,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 金融

支持作为一种高级要素,为地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制造业智能化提供了金融资源,助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7　 要素禀赋结构、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模型及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AI 0. 005
 

7∗∗∗ 0. 750
 

2∗∗∗ 0. 005
 

6∗∗∗ 0. 008
 

6∗∗∗ 0. 004
 

9∗∗∗ 0. 005
 

9∗∗∗ 0. 005
 

6∗∗∗

(16. 102
 

0) (6. 583
 

2) (15. 479
 

2) (5. 211
 

5) (15. 342
 

2) (16. 466
 

1) (17. 271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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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1) (2) (3) (4) (5) (6) (7)

Klstru 0. 000
 

2∗∗∗

(3. 154
 

6)

Hr 0. 100
 

4∗∗∗

(22. 769
 

4)

Finance 0. 006
 

7∗∗∗ 0. 010
 

8∗∗∗

(4. 330
 

8) (7. 533
 

8)

AI×Finance 0. 005
 

4∗∗∗

(18. 904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954
 

4∗∗∗ 86. 952
 

9∗∗∗ -0. 974
 

2∗∗∗ -2. 261
 

2∗∗∗ -0. 727
 

3∗∗∗ -0. 959
 

8∗∗∗ -0. 777
 

4∗∗∗

( -11. 851
 

1) (3. 374
 

1) ( -12. 089
 

7) ( -6. 033
 

1) ( -10. 114
 

5) ( -11. 974
 

0) ( -10. 498
 

8)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465 0. 828 0. 468 0. 166 0. 582 0. 471 0. 556

样本数 2
 

080 2
 

080 2
 

080 2
 

080 2
 

080 2
 

080 2
 

080

　 　 注:列(1)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人工智能的基准回归结果,列(2)和列(3)为以要素禀赋结构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列(4)和(5)将人

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列(6)和列(7)为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

　 　 (五)异质性检验

1. 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城市层级和区域上的差异性,本文首先将 208 个样本

城市所属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而按照所处区位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沿海城市和内

陆城市。 表 8 呈现了模型(1)区域及城市位置差异检验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工智能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且东部地区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分样本回归中人工智能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沿海城市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较大。 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及沿海城市的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水平较高[64] ,对制造业发展的驱动效应也就更强。

表 8　 人工智能的城市位置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AI 0. 006
 

7∗∗∗ 0. 000
 

9∗∗ 0. 000
 

9∗ 0. 007
 

9∗∗∗ 0. 001
 

0∗∗∗

(8. 638
 

3) (2. 435
 

1) (1. 890
 

8) (10. 978
 

3) (2. 647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429
 

5∗∗∗ -0. 259
 

0∗∗∗ -0. 383
 

9∗∗∗ -1. 304
 

8∗∗∗ -0. 438
 

1∗∗∗

( -6. 914
 

7) ( -3. 835
 

4) ( -4. 934
 

4) ( -6. 897
 

0) ( -6. 2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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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574 0. 501 0. 390 0. 607 0. 325

样本数 730 830 520 720 1
 

360

2. 要素禀赋异质性分析

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在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投入水平等方面有所不同,其在人工智能对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而,本文借鉴佘硕等(2020) [65] 的做法,根据《全国资源型

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分别对两类城市进行

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检验并比较其异质性,结果如表 9 和表 10 所示。 表 9 的结

果显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且要素禀赋结

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为正。 非资源型城市中人工智能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回归系数大于资源型城市,即非资

源型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人工智能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促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更强。

表 9　 要素结禀赋构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1) (2) (3) (4)

AI 0. 002
 

8∗∗∗ 0. 002
 

5∗∗∗ 0. 005
 

6∗∗∗ 0. 005
 

5∗∗∗

(8. 496
 

6) (7. 138
 

9) (11. 035
 

2) (10. 781
 

8)

Klstru 0. 000
 

2∗∗∗ 0. 000
 

3∗∗∗

(3. 864
 

2) (2. 811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206
 

5∗∗∗ -0. 217
 

5∗∗∗ -0. 902
 

3∗∗∗ -0. 932
 

8∗∗∗

( -3. 120
 

9) ( -3. 316
 

9) ( -7. 271
 

6) ( -7. 511
 

4)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411 0. 423 0. 519 0. 523

样本数 810 810 1
 

270 1
 

270

　 　 注:列(1)、列(2)分别为资源型城市基准模型、要素禀赋结构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3)、列(4)分别为非资源型城市基准模型、要
素禀赋结构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进一步地,表 10 列示了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在人力资本中介机制和金融支持调节机制上的异质

性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列(1)中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和列(2)中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对资源

型城市而言,人力资本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传导机制并不存在;而列(3)和列(4)中人工

智能、要素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非资源型城市中人力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 表 10 中列(5)—列(8)分别报告了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金融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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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从人工智能、金融支持及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来看:一是地区金融支持水

平越高,越有利于人工智能发挥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非资源型城市中金融支持对人工

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化效应更为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资源型城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

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受限于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物质基础等条件影响,这些城市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

对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不高[66] ,同时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完备的金融体系,要素禀赋在人工智能赋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显著。 相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基础较为雄

厚,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资源的依赖性并不高,因而,非资源型城市中人力资本是人工智能促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且要素禀赋结构的中介效应、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都强于资源型城市。

表 10　 人力资本与金融支持机制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人力资本 金融支持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1) (2) (3) (4) (5) (6) (7) (8)

AI 0. 000
 

7 0. 002
 

8∗∗∗ 0. 008
 

6∗∗∗ 0. 004
 

7∗∗∗ 0. 002
 

8∗∗∗ 0. 003
 

0∗∗∗ 0. 006
 

0∗∗∗ 0. 005
 

8∗∗∗

(0. 459
 

4) (8. 506
 

8) (3. 554
 

3) (10. 599
 

2) (8. 515
 

2) (8. 878
 

1) (11. 802
 

0) (12. 348
 

9)

Hr -0. 006
 

8 0. 102
 

2∗∗∗

( -0. 792
 

4) (18. 904
 

9)

Finance 0. 000
 

5 0. 003
 

1∗∗∗ 0. 016
 

6∗∗∗ 0. 006
 

9∗∗

(0. 619
 

6) (2. 596
 

8) (4. 853
 

9) (2. 136
 

3)

AI×Finance 0. 001
 

3∗∗∗ 0. 005
 

5∗∗∗

(3. 050
 

4) (13. 759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16
 

7 -0. 208
 

6∗∗∗ -2. 184
 

0∗∗∗ -0. 679
 

1∗∗∗ -0. 207
 

1∗∗∗ -0. 208
 

5∗∗∗ -0. 952
 

8∗∗∗ -0. 796
 

0∗∗∗

( -1. 091
 

8) ( -3. 149
 

8) ( -3. 665
 

4) ( -6. 241
 

3) ( -3. 128
 

4) ( -3. 168
 

8) ( -7. 726
 

9) ( -6. 940
 

1)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04 0. 412 0. 207 0. 635 0. 412 0. 419 0. 529 0. 597

样本数 810 810 1
 

270 1
 

270 810 810 1
 

270 1
 

270

　 　 注:列(1)和列(2)、列(5)和列(6)分别为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模型和金融支持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列(7)和

列(8)分别为非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模型和金融支持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五、研究结论、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要素禀赋视角,基于 2010—2019 年的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和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

如下:第一,人工智能明显地促进了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引入工具变量、SYS-GMM 模型、替换解释变

量等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及非资源型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人工智能

与制造业融合更加深入,人工智能对这些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内陆城市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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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 第二,人工智能发展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非资源型城市要素禀赋结

构的中介效应强于资源型城市。 第三,人力资本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验

证,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是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资

源型城市中人力资本并没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较为显著。 第四,

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亦得到了证实,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金融支持水平较

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相较于以往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

用城市层级数据,证实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 已有研究多从省级层面或

企业层面来探讨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11-12] ,本文通过多种面板数据模型得出,整体上人工智能

对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驱动作用,但是分区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

人工智能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二是探明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 当

前,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造业就业[4] 、制造业转型升级[67] 及制造业生产率[7] ,

而针对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路径的研究尚存在空间[9] 。 本文研究发现要素禀赋结

构优化与人力资本提升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弥补了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研究的不足。 三是揭示了金融支持对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强化效应。 以往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在科技创新驱动省区高质量发展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68] ,而

在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能力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69] 。 本文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发现,金融支持对人工

智能驱动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丰富了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

论研究。

本文政策启示如下:一是在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生产力的现实下,为有效发挥人

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支持

体系,充分释放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效应。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生产要素质量,推进传统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增加员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

的技能水平;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制造业企业应加强创新管理理念,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对于技术密集型

行业,应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科研投入,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努力实现核心技术创新

突破。 三是应重视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企业应加大对劳动者教育投入的力度,积极培养与人工智能

相关的高层次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供给质量。 四是应完善资本市场支撑环境,建立多元融资支持体系,

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金融支持体系。 五是考虑到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存在区

域差异,在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的地区,应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引导区

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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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endow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tor
 

endowment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factor
 

inpu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his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including
 

introduc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using
 

the
 

SYS-GMM
 

model,
 

replac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conducting
 

stepwise
 

regressi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significantly
 

medi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Furthermore,
 

financial
 

support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driving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Specifically,
 

the
 

higher
 

the
 

financial
 

support,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riving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Heterogeneity
 

tests
 

reveal
 

that
 

the
 

driving
 

impact
 

is
 

more
 

potent
 

in
 

eastern
 

regions,
 

coastal
 

cities,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tha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land
 

cities,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Human
 

capital
 

is
 

essential
 

in
 

non-resource
 

citi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support
 

are
 

stronger
 

tha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Through

 

theoretic
 

al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Both
 

factor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ar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Moreover,
 

financial
 

support
 

can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driving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s
 

heterogeneou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nland
 

and
 

coastal
 

cities,
 

and
 

resource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These
 

conclusions
 

may
 

provide
 

crucial
 

policy
 

references
 

for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riven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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